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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生物质炭对土壤结构体与活性碳分布、转化酶动
力学参数及小麦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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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生物质炭输入土壤后与水稳性团聚体的作用机理，及对土壤活性碳库、微生物活性、作物生长的促进作用。 以生物

质炭和秸秆碳为外源碳材料，两者等碳量添加条件下，在小麦不同生育期采用湿筛法、电镜扫描、酶动力学方程等方法，测定土

壤结构、酶活性、活性有机碳、及小麦产量等指标的响应情况。 结果表明：生物质炭添加下，土壤＞０．２５ ｍｍ 大颗粒团聚体显著增

加了 １６．９％—４５．８％；土壤结构体分布以土壤大颗粒团聚体为主，含量约为小颗粒团聚体的 ２ 倍。 生物质炭少量或适量添加

（０．８％或 ２．４％），土壤微生物量碳增加了 ９．７％—３３．６％，溶解性有机碳降低了 １２．６％—２７．５％；而过量添加下（８％），则呈现正好

相反的规律。 生物质炭输入下，转化酶动力学参数 Ｋｍ、Ｖｍａｘ、ｋ 分别下降了 １７．３％、１７．０％、１６．１％。 生物质炭适量添加下，小麦

产量增加了 １４．９％—１９．１％；秸秆 ３％和 １０％添加水平下，小麦产量则下降了 ３７．３％和 ９０．１％。 整体而言，生物质炭通过增加

＞０．２５ ｍｍ大颗粒团聚体的形成及土壤转化酶的活性来促进土壤结构和作物的生长的改善，且生物质炭在 ２．４％水平下的生物质

炭添加改善作用最为突出，有助于研究区域过剩秸秆资源的资源化利用。

关键词： 生物质炭；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土壤转化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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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秸秆资源丰富，每年产生秸秆约 ６．５ 亿 ｔ，占世界秸秆总量的 ３０％左右［１⁃３］。 秸秆还田作为改善土壤

肥力与物理化学性状的一种有效途径被示范推广。 然而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秸秆还田措施也暴露出了诸如

病虫害严重、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作物播种质量下降等问题［４⁃６］。
生物质炭因其特殊的理化及生物学性质，有望在土壤质量改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农业废弃生物质资源

化利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广义地来讲，生物质炭是指植物生物质在少氧的情况下，经高温热解产生的一

类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芳香化固态物质。 在生物质炭输入条件下，土壤有机质的变化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结果。
Ｗａｒｄｌｅ 等人的研究表明，生物质炭添加会导致土壤中有机质的流失［７］，而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ａｎｄ Ｎｏａｃｋ 的研究则发现，
生物质炭对碳素的固定能力远远高于秸秆和绿肥等有机质［８］。 生物质炭自身的稳定性和惰性并不意味着其

是生物学惰性材料。 生物质炭能够为微生物生长提供充足的反应表面积，改善土壤强度、容重、土壤持水性

等［９⁃１０］。 同时，酶的产生也可以促进生物质炭自身芳香族结构的降解，例如转化酶、过氧化氢酶、木质素氧化

酶等，作为微生物的碳源利用，从而在土壤中形成有益微循环［１１］。 生物质炭比表面积巨大、孔隙结构繁多、阳
离子交换量高等自身特性，使得生物质炭颗粒输入土壤后易于吸附在土壤粘粒表面，改善土壤结构［１２］。 生物

质炭输入土壤后与土壤结构体的吸附聚合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对于土壤结构的改良和土壤肥力的提高

具有重要意义。
本试验中，通过电镜扫描与酶动力学方程等方法，研究生物质炭颗粒输入土壤后，土壤团聚体分布及与之

相互作用、酶活性与酶动力学、作物生长的变化，探明生物质炭输入后与土壤结构体的吸附聚合机理及对土壤

碳素转化和微生物活性的影响，以期为研究区域土壤结构改良和秸秆资源的资源化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点位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校区数控温室试验区（３４°１５′３９．１７″Ｎ， １０８°０４′０．５５″Ｅ），该地区半干旱气

候，年平均气温 １３℃，蒸散量 １２００ ｍｍ，年均降雨量 ５５０—６５０ ｍｍ。 土壤质地为粘壤，土壤容重 １．３２ ｇ ／ ｃｍ３，
ＳＯＣ ７．２５ ｇ ／ ｋｇ，土壤全氮 ０．８９ ｇ ／ ｋｇ，速效磷 ８．５ ｍｇ ／ ｋｇ，速效钾 １６０ ｍｇ ／ ｋｇ，ＣａＣＯ３ ５８ ｇ ／ ｋｇ，ｐＨ ８．１７。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所用小麦秸秆采集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作一站，秸秆基本理化性为：Ｃ，４０．４％；Ｎ， １．５％；Ｈ，６．３％。
试验生物质炭委托河南商丘市三利息能源有限公司利用收集的小麦秸秆在 ７００℃下快速热解 ２ ｈ 制备。 生物

质炭理化性质为：Ｃ，５１．１％；Ｎ，１．７％；Ｈ，３．１％；Ｋ，０．１６％；Ｃａ，１％；Ｍｇ，０．６２％；比表面积，１３９．７ ｍ２ ／ ｇ。 盆栽试验

土壤在试验前过 ２ ｍｍ 筛，生物质炭与秸秆粉末过 ０．１５ ｍｍ 筛，两种碳源材料与土壤充分混匀后装盆。 试验

共包含 ７ 个处理：其中，秸秆添加水平包括：１％，３％，１０％（Ｓｔｒ１．０，Ｓｔｒ３．０，Ｓｔｒ１０．０），为保证相同 Ｃ 量添加，生物质炭

添加水平为：０．８％，２．４％，８％（ＢＣ０．８，ＢＣ２．４，ＢＣ８．０），ＣＫ 为无外源碳添加处理。 试验为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各处

理重复 ３ 次。
试验用盆规格：直径 ２５ ｃｍ，高 １７ ｃｍ，每盆土重 ３．５ ｋｇ（干土）。 播种量为每盆 ２０ 粒种子，发芽后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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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株。 试验过程中定期浇水管理以防止水分胁迫。 盆栽施肥情况为：尿素 ０．５３ ｇ、磷酸二氢钙 ０．３５ ｇ、氯化钾

０．３５ ｇ。
１．３　 样品采集

采样时间依据 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 的 ＢＢＣＨ 作物模型［１３］选定小麦 ４ 个不同生育期：抽叶期（ ｌｅａ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拔
节期（ｓｔｅｍ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开花期（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成熟期（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在小麦的 ４ 个生育期采集土壤鲜样，过 ２ ｍｍ 筛

后保存于 ４℃冰箱中待测。 小麦收获后采集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分级所用原状土，土壤略潮湿时，倒置花盆于

铺好的塑料纸上，轻拍盆地，土块即可完整脱落，随后用手掰取土块内部无扰动的心土，装于木质盒中，避免碰

撞带回实验室等待测定。
１．４　 测定方法与数据处理

土壤不同粒级水稳性团聚体，采用 Ｓｉｘ 的湿筛法［１４］ 进行分级。 粒级包括 ＷＳＡ ＞２，０．２５—２，０．０５—０．２５，
＜０．０５ ｍｍ ４ 个粒级。 称取 １００ ｇ 风干原状土样，首先放于 ２ ｍｍ 筛上浸湿 １０ 分钟，随后通过团聚体分析仪进

行分级，分级频率为 ３０ 冲程 ／ ｍｉｎ，分级时间 ５ ｍｉｎ。 湿筛后，收集不同粒级团聚体并在 ５０℃下烘干，称重。
生物质炭与不同粒级土壤水稳性团聚体 ＷＳＡ 相互作用情况采用电镜扫描观察（ ＪＳＭ⁃６３６０ＬＶ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ＪＥＯＬ Ｌｔｄ．， Ｊａｐａｎ），射束能量为 ３０ ｋＶ。
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采用 Ｇｈａｎｉ 的方法测定［１５］：秤取 １０ ｇ 土壤鲜样于 １００ ｍＬ 超纯水中震荡 ３０ ｍｉｎ，随

后于 １００００ 转速下离心 １５ ｍｉｎ。 离心后的土壤上清液在 ６ ｋＰａ 压力下过 ０．４５ μｍ 微孔滤膜抽滤。 微生物量碳

（ＭＢＣ）采用熏蒸法测定：ＭＢＣ 含量通过熏蒸与未熏蒸土壤中的溶解有机碳差值计算（除以 ０．４５ 系数）。 ＤＯＣ
与 ＭＢＣ 分离的土壤浸提液上 ＴＯＣ 仪（ＴＯＣ⁃ＶＣＰＨ，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Ｔｏｋｙｏ， Ｊａｐａｎ）测定有机碳

含量。
土壤转化酶活性测定采用磷酸二氢钠—钼溶液比色法测定；土壤酶动力学利用以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ｓ⁃Ｍｅｎｔｅｎ 方程

为基础的经典稳态动力学拟合。

Ｖ ＝
Ｖｍａｘ × Ｓ
Ｋｍ ＋ Ｓ

式中，Ｖ 为酶活性，Ｓ 为底物浓度，Ｋｍ为反应常数，Ｖｍａｘ为反应速率。 土壤转化酶动力学，采用小麦收获期根际

土样测定，测定条件同于酶活性测定方法，底物浓度包含不同梯度，分别为：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１ ｍｏｌ ／ Ｌ 的蔗

糖溶液。
小麦不同生育期净光合速率通过 ＬＩ⁃６４００ＸＴ 光合仪（Ｐｒｏｔａｂｌｅ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美国 ＬＩ⁃ＣＯＲ）进行测

定；小麦产量（１３．５％谷物含水量）在小麦自然风干后称重统计。
试验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初步分析，数据经正态分布检验后的方差分析、多重比较（ＬＳＤ 法）相关性分析

采用 ＳＡＳ ８．１ 软件，相关图形绘制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０ 与 Ｅｘｃｅｌ 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外源碳输入下土壤团聚体（ＷＳＡ）分布及与之相互作用

外源碳输入条件下，土壤各粒级水稳性团聚体分布情况如图 １ 所示。 生物质炭（ＢＣ）输入处理下，土壤大

颗粒团聚体（＞０．２５ ｍｍ）相对于对照都有所增加，而小颗粒团聚体（＜０．２５ ｍｍ）则呈现相反规律。 生物质炭在

较大添加水平下（ＢＣ２．４和 ＢＣ８．０），大颗粒团聚体含量分别显著增加了 １６．９％和 ４５．８％；与之相反，生物质炭的

大量输入（ＢＣ８．０）降低了土壤小颗粒团聚体的分布，降幅为 １３．５％。 秸秆碳的输入则显著增加了土壤中大颗

粒团聚体的形成与累积，土壤大颗粒团聚体含量相对于对照依次显著增加了 ６５．１％—２０８％；小颗粒团聚体含

量则显著降低了 １９． ２％—６１． ５％，且变化幅度皆呈现出 Ｓｔｒ１．０ ＜Ｓｔｒ３．０ ＜Ｓｔｒ１０．０ 的规律。 当秸秆碳过量输入时

（Ｓｔｒ１０．０），土壤结构体分布以土壤大颗粒团聚体为主，含量约为小颗粒团聚体的 ２ 倍。
高温裂解生物质炭材料的结构电镜扫描如图 ２ 所示，孔隙结构丰富，蕴涵巨大比表面积。 本研究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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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外源碳输入下土壤各粒级水稳性团聚体分布

Ｆｉｇ．１　 Ｗａｔｅｒ⁃ｓｔａｂｌ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Ｃ０．８、ＢＣ２．４、ＢＣ８．０ 分别为生物质炭在 ０．８％、２．４％、８．０％水平下添加； Ｓｔｒ１．０、Ｓｔｒ３．０、Ｓｔｒ１０．０ 分别为秸秆在 １．０％、３．０％、１０．０％水平下添加；

ＣＫ 为对照处理；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质炭经粉碎并过 ０．１５ ｍｍ 筛后输入土壤，从而使得生物质炭可以在土壤大颗粒（＞０．２５ ｍｍ）和小颗粒（＜０．２５
ｍｍ）团聚体中自由结合分布。 在本研究的前期工作中，虽然揭示出生物质炭的输入促进了土壤中大颗粒水

稳性团聚体组分的形成，而小颗粒团聚体组分与生物炭的吸附聚合较少［１６］。 然而并未对其与各粒级土壤结

构体的作用强弱进一步分析。 因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湿筛过程水流破碎作用后的土壤结构体进行电

镜扫描观测发现，仅在＞０．２５ｍｍ 的大颗粒团聚体电镜扫面图中可捕捉到生物质炭与土壤颗粒的结合（图 ３），
而在小颗粒团聚体中则无法捕捉到两者的吸附，表明生物质炭与土壤＞０．２５ｍｍ 大颗粒团聚体的吸附聚合作

用强于其它粒级的土壤结构体。

图 ２　 生物质炭电镜扫描图［１６］

　 Ｆｉｇ． ２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１６］

　 图 ３　 土壤大颗粒团聚体组分中生物质炭与土壤颗粒的吸附聚合

作用

Ｆｉｇ．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ｈ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ｓｏｉｌ ｍａｃｒ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２　 外源碳输入下土壤微生物量碳（ＭＢＣ）和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的变化

相对于对照，生物质炭较低添加水平下（ＢＣ０．８和 ＢＣ２．４），土壤 ＭＢＣ 含量显著增加了 ９．７％—３３．６％（图 ４），

且 ＭＢＣ 增幅与生物质炭输入量成反比。 生物炭过量添加条件下（ＢＣ８．０），土壤 ＭＢＣ 含量则下降了 １５．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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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生物质炭较低量添加可以提高土壤中微生物量碳的累积，然而当较高热解温度制备的生物炭质炭过量添加

时，其自身理化性状则会对微生物代谢繁殖产生较强抑制作用。
在生物质炭较低添加水平下（ＢＣ０．８和 ＢＣ２．４），土壤 ＤＯＣ 含量平均下降了 １２．６％—２７．５％，且下降幅度与生

物质炭添加水平成反比。 生物炭过量添加条件下（ＢＣ８．０），土壤 ＤＯＣ 含量则增加了 ２４．９％，这与相同处理下土

壤 ＭＢＣ 含量变化规律相反，但其表征的意义相同， ＤＯＣ 作为土壤微生物可以直接利用的碳源，其含量的显著

增加，表明微生物活性在生物质炭过量输入时受到了显著的抑制。
在秸秆碳输入条件下，土壤 ＤＯＣ 与 ＭＢＣ 含量变化规律相同，当秸秆碳在较低输入水平时（ ＢＣ０．８ 和

ＢＣ２．４），土壤 ＤＯＣ 与 ＭＢＣ 平均含量相对于对照显著增加了 ２１．７％—４８．６％，表明较低秸秆添加量促进了土壤

微生物对碳源的利用效率；然而当秸秆碳过量添加时（ＢＣ８．０），土壤 ＤＯＣ 与 ＭＢＣ 平均含量相对于对照则增加

了约 ４ 倍以上，土壤中秸秆碳源的分解潜力依然较大。

图 ４　 外源碳输入下小麦不同生育期土壤微生物量碳和溶解性有机碳含量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２．３　 外源碳输入对土壤转化酶活性及其动力学参数的影响

外源碳输入下，小麦各生育期土壤转化酶活性变化如表 １ 所示。 在小麦生育期初期，土壤转化酶活性相

对于对照显著增加了 ６．９％—４１．５％，且增加幅度随生物质炭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ＢＣ０．８＜ＢＣ２．４＜ＢＣ８．０）。 在小

麦生育后期，土壤转化酶活性有所降低，降幅为 ９．４％—１９．５％。 秸秆碳输入条件下，在小麦生育期初期，土壤

转化酶活性随秸秆输入量的增加而降低。 其中在小麦拔节期，转化酶活性在 Ｓｔｒ１０．０处理显著下降了 ２１．８％；在
小麦生育期后期，土壤转化酶活性有所提高，各秸秆处理转化酶活性增幅依次为 ５．２％、１３．８％、３１．５％。 表明

生物质炭添加初期对土壤微生物活性存在激发效应，而输入后期则表现出对微生物活性显著的抑制作用；秸
秆碳源在输入土壤初期会呈现出自身降解与微生物活性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在后期随着分解产物的逐步增

加，则表现出对微生物活性显著地促进作用。
不同外源碳输入后土壤转化酶动力学参数的变化进一步验证了以上试验结果（表 ２）。 相对于对照，不同

生物质炭添加水平下 Ｋｍ下降了 １５．３％—１９．７％（ＢＣ２．４＜ＢＣ８．０＜ＢＣ０．８），即底物与转化酶亲和度降低；秸秆碳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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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Ｋｍ下降幅度大于生物炭，且下降幅度随秸秆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 参数 Ｖｍａｘ表征酶和对应底物产生

复合物及分解能力和速度，在不同生物质炭添加水平下降了 １２．１％—２３．１％；在 Ｓｔｒ３．０和 Ｓｔｒ１０．０处理分别增加了

４．８％和 ９．６％。 参数 Ｖｍａｘ ／ Ｋｍ表征土壤中酶催化能力的强弱，在 ＢＣ０．８和 ＢＣ２．４分别增加了 ４．７％和 ３．７％，在 ＢＣ８．０

处理则下降了 ７．３％；Ｓｔｒ１．０、Ｓｔｒ３．０、Ｓｔｒ１０．０处理下 Ｖｍａｘ ／ Ｋｍ增加了 １５．９％—３０．６％。 参数 ｋ 表征酶促反应的本质快

慢程度，在 ＢＣ０．８、ＢＣ２．４、ＢＣ８．０处理分别下降了 ２１．３％、１．７％、２５．２％；在 Ｓｔｒ１．０和 Ｓｔｒ１０．０处理下分别增加了 ３１．２％和

９．３％。 整体而言，相对于对照，生物质炭输入降低了土壤中易溶性有机物质的转化速率，有助于土壤中有机

物质的累积；而秸秆少量输入与过量输入相比，酶催化能力更强，酶促反应速率更快，有机物质分解转化速率

较快，秸秆过量输入则导致有机物质与转化酶亲和度降低，有机质分解过程减缓。

表 １　 外源碳输入下小麦不同生育期土壤转化酶活性 ／ （μｇ ｇ－１ ｈ－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ｉｎｖｅｒ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抽叶期
Ｌｅａ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拔节期
Ｓｔｅｍ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开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成熟期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ＢＣ０．８ １８８．６ｂ ３００．１ｃ ９３８．６ｂ ９１８．８ｂｃ
ＢＣ２．４ ２１７．１ｃ ３２７．１ｃ ９５１．５ｂ ８８３．０ｂ
ＢＣ８．０ ２３３．３ｄ ３７８．１ｄ ８４５．３ａ ８４１．９ａ
Ｓｔｒ１．０ １７６．６ａ ２０９．０ａ １０１１．４ｃ ９４９．９ｃ
Ｓｔｒ３．０ １７０．７ａ ３５６．７ｄ １００３．４ｃ １０２７．０ｄ
Ｓｔｒ１０．０ １７１．６ａ １９８．０ａ １１５５．７ｅ １１８７．２ｅ
ＣＫ １７６．４ａ ２６７．３ｂ １０５０．２ｄ ９０２．６ｂ

　 　 ＢＣ０．８、ＢＣ２．４、ＢＣ８．０ 分别为生物质炭在 ０．８％、２．４％、８．０％水平下添加；Ｓｔｒ１．０、Ｓｔｒ３．０、Ｓｔｒ１０．０ 分别为秸秆在 １．０％、３．０％、１０．０％水平下添加；

ＣＫ 为对照处理

表 ２　 外源碳输入下土壤转化酶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ｖｅｒｔａｓ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ｍ ／ （ｍｍｏｌ ／ Ｌ） Ｖｍａｘ ／ （ｍｍｏｌ Ｌ－１ ｈ－１ ） Ｖｍａｘ ／ Ｋｍ ／ ｈ－１ ｋ ／ ｈ－１

ＢＣ０．８ ４．２４８ ０．８７２ ０．２０５ ０．１６２３
ＢＣ２．４ ４．４８０ ０．９１０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２７
ＢＣ８．０ ４．３８４ ０．７９７ ０．１８２ ０．１５４２
ＢＣ 均值 ＢＣ Ｍｅａｎ ４．３７１ ０．８６０ ０．１９７ ０．１７３１
Ｓｔｒ１．０ ３．７３１ ０．９１８ ０．２４６ ０．２７０５
Ｓｔｒ３．０ ４．７８２ １．０８６ ０．２２７ ０．２０４７
Ｓｔｒ１０．０ ４．４３５ １．１３５ ０．２５６ ０．２２５３
Ｓｔｒ 均值 Ｓｔｒ Ｍｅａｎ ４．３１６ １．０４６ ０．２４３ ０．２３３５
ＣＫ ５．２８８ １．０３６ ０．１９６ ０．２０６２

　 　 Ｋｍ、Ｖｍａｘ、ｋ 分别为米氏常数、最大反应速率、速率常数

２．４　 外源碳输入对小麦光合作用与产量的影响

生物质炭或秸秆碳添加下小麦的净光合速率，与外源碳类型紧密相关（图 ５）。 生物质炭输入显著提高了

小麦净光合速率（１８．９％—６６．１％），且增幅随生物质炭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 生物质炭适量输入条件下

（ＢＣ０．８和 ＢＣ２．４），相对于对照，小麦产量分别显著增加了 １４．９％和 １９．１％，而生物质炭过量输入条件下，小麦产

量变化则不显著。
秸秆碳源输入条件下，随秸秆添加量的增加，小麦净光合速率显著低于生物质炭添加处理，且随着秸秆输

入量的增加，小麦净光合速率逐渐降低（图 ５）。 秸秆的适量输入条件下（Ｓｔｒ１和 Ｓｔｒ３），小麦净光合速率分别显

著增加了 ２６． ０％—２９． ９％和 １８． ７％—２２． ４％，而秸秆的过量输入（ Ｓｔｒ１０）则显著降低了小麦的净光合速率

（２０．４％）。 秸秆碳源仅在较低量输入条件下（Ｓｔｒ１），显著提高了小麦产量（６．０％），而随着秸秆添加量的逐渐

增大，小麦产量则显著降低了（３７．３％—９０．１％），表明秸秆仅在 １％的少量输入时可以有效增加小麦产量，而
其较大量添加则会抑制小麦生长和产量的增长。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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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外源碳输入对小麦产量及不同生育期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５　 外源碳输入下土壤结构体分布与作物生长指标间相关性

生物质炭和秸秆碳输入条件下，土壤水稳性团聚体、ＭＢＣ、ＤＯＣ 与土壤转化酶活性、小麦净光和速率、小
麦产量间相关性如表 ３ 所示。 其中，生物质炭添加条件下，土壤 ＷＳＡ＞２ ｍｍ 与土壤转化酶活性极显著正相

关；土壤 ＭＢＣ 与小麦产量极显著正相关；土壤 ＷＳＡ ０．２５—２ ｍｍ 与小麦产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秸秆碳添加

条件下，土壤 ＭＢＣ、ＤＯＣ 与小麦产量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土壤 ＷＳＡ＞２ ｍｍ 与小麦产量极显著负相关；小麦

净光和速率与土壤 ＷＳＡ ０．０５－０．２５ ｍｍ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表 ３　 外源碳输入下土壤结构体与作物生长指标间相关系数（ｎ＝ ９）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ｓｔａｂｌ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ｎ＝ ９）

生物质炭输入处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 ｍｍ 土壤
水稳性团聚体

０．２５—２ ｍｍ 土壤
水稳性团聚体

０．０５⁃０．２５ ｍｍ 土壤
水稳性团聚体

＜０．０５ ｍｍ 土壤
水稳性团聚体

微生物量碳 溶解性有机碳

土壤转化酶活性
Ｓｏｉｌ ｉｎｖｅｒ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７９６１∗∗ ０．５６３４ －０．４１６２ ０．５７８２ ０．３１２６ ０．２４８７

净光合速率
Ｎｅ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

－０．５９８４ ０．２６３８ ０．３１５５ －０．２３６１ ０．１２７７ －０．３３５７

小麦产量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 ０．１６３９ ０．７４４８∗ ０．１０２５ ０．５４２２ ０．８１６９∗∗ ０．５４１８

秸秆碳输入处理 Ｓｔｒａｗ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 ｍｍ 土壤
水稳性团聚体

０．２５—２ ｍｍ 土壤
水稳性团聚体

０．０５⁃０．２５ ｍｍ 土壤
水稳性团聚体

＜０．０５ ｍｍ 土壤
水稳性团聚体

微生物量碳 溶解性有机碳

土壤转化酶活性
Ｓｏｉｌ ｉｎｖｅｒｔａｓｅ ０．１８８５ ０．４５５７ ０．４２１０ ０．２４８７ ０．２６１７ ０．４５５１

净光合速率
Ｎｅ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 ０．１３５２ ０．４２６７ －０．６７９７∗ ０．２２３１ －０．１１４６ －０．３４５８

小麦产量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 －０．９４０７∗∗ ０．２２７１ ０．６１６５ ０．７２４６∗ －０．８６９７∗∗ －０．８６９７∗∗

　 　 ∗ 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１

７　 １２ 期 　 　 　 姬强　 等：秸秆生物质炭对土壤结构体与活性碳分布、转化酶动力学参数及小麦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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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生物质炭相对于秸秆等传统有机物，具有更高的物理化学稳定性，对土壤结构性状的影响也更加持

久［１７⁃１８］。 本研究中，生物质炭和秸秆的输入都显著增加了土壤中＞０．２５ ｍｍ 的大颗粒土壤团聚体的形成，但生

物质炭对土壤结构的影响更加“温和”，即时在生物质炭较大量输入时，土壤中也未产生＞２ ｍｍ 的较大颗粒土

壤团聚体，而是形成以＞０．２５ ｍｍ 大颗粒团聚体为主的土壤结构体。 生物质炭输入下土壤结构体的电镜扫描

结果表明，生物质炭所具有的丰富孔隙结构导致其与土壤颗粒的相互作用也是稳定的，这种相互作用即使在

湿筛过程水流的破碎作用下，依然可以捕捉到两者的结合。 除此之外，本研究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生物质炭

输入条件下，土壤 ０．２５—２ ｍｍ 大颗粒团聚体的产生有助于土壤结构的改善与小麦产量的增加；而秸秆的过量

添加则会产生过大土壤团聚体的累积，导致土壤结构恶化与小麦产量的降低，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上面的推论。
秸秆碳源的输入则导致土壤结构体主要形成以＞２ ｍｍ 的较大颗粒土壤团聚体为主，土壤孔隙变大；另一方

面，有机物质具有疏水性，使得产生的土壤结构体更加不易破碎，在灌溉或降雨条件下，极易产生土壤水分和

养分的淋失现象，在连年秸秆输入量较大的土壤上甚至会造成黄苗或死苗的现象。 土壤团聚体是由矿物质与

有机质在电荷和范德瓦尔斯力作用下凝聚而成，其形成过程受土壤中有机物质的影响较大［１９］。 生物质炭由

于自身所蕴含的高阳离子换量与芳香族物质，在添加进土壤后，可以有效促进土壤矿质颗粒与生物质炭颗粒

的吸附聚合。 Ｌｉｎ 等人的研究发现，这种凝聚作用是由生物质炭表面芳香族物质形成的“阳离子桥”产生［２０］。
通过电境扫描的进一步观测发现，在＞０．２５ ｍｍ 的大颗粒团聚体中，即使在湿筛水流的冲刷下，也无法完全破

坏生物质炭与土壤矿质颗粒的吸附聚合作用，而其它粒级的土壤团聚体中则无法观测到以上现象。 这表明生

物质炭对土壤结构的改变，主要通过形成＞０．２５ ｍｍ 的大颗粒团聚体而实现，该形态是生物质炭与土壤矿质颗

粒形成的稳定态，更有助于土壤中有机物质的固定。 而秸秆碳源的大量有机质添加带来的疏水性，使得团聚

体的可湿性降低，更难被矿化［２１⁃２２］，形成了＞２ｍｍ 粒级更大的土壤结构体。
本研究表明生物质炭较低量添加可以提高土壤中微生物碳源的累积，然而当较高热解温度制备的生物炭

质炭过量添加时，其自身理化性状则会对微生物活性产生较强抑制作用。 这与 Ｄｅｍｉｓｉｅ 等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该研究发现当生物质炭在低量添加条件下，土壤中 ＭＢＣ 的含量却为最大［２３］。 与之不同，在秸秆碳输入条

件下，较低的秸秆添加量促进了土壤微生物对碳源的利用效率；当秸秆碳过量添加时，土壤中秸秆碳源的分解

潜力较大，会产生秸秆自身降解与微生物代谢活动之间的显著竞争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结论，本研究

通过对不同外源碳输入后土壤转化酶活性及其动力学参数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在小麦生长前期，生物质炭

添加会产生对土壤转化酶活性的激发作用。 这归因于生物质炭自身的多孔隙结构成为了微生物繁殖代谢的

有利小环境，有益于土壤微生物活性的提高。 而在生物质炭输入后期随着可被微生物直接利用碳源的逐步消

耗，高热解温度制备的生物质炭所蕴含的芳香族等有害物质则会对微生物活性产生显著的抑制［２４－２５］。 另一

方面，由土壤转化酶动力学参数的变化规律可知，生物质炭输入降低了土壤转化酶—酶促反应速率，有机物质

转化循环变缓，碳素在土壤中的存留时间变长。 而生物质炭的过量添加则会造成转化酶催化能力（Ｖｍａｘ ／
Ｋｍ）降低。 相对于生物质炭，秸秆碳源的低量输入，使得土壤转化酶与底物的亲和能力大幅增加，这归因于秸

秆碳相对于生物质炭，其分解过程可以产生更多的脂肪族易降解物质，增强了转化酶与底物的结合。
生物质炭对小麦光合与产量的影响规律可以看出，生物质炭在 ２．４％水平的适量输入，对小麦生长及产量

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其过量添加则会造成生物质资源的大量浪费。 这是由于生物质炭在少量输入时，其化学

结构特性有利于提高土壤对水分与养分的保持能力，尤其以氧化后的生物质炭更为突出［２６］。 当生物质炭过

量添加时，土壤中 Ｎ 素供应与 Ｃ 输入的高度不对称，造成土壤有机物质转化缓慢，作物生长受到抑制。 秸秆

碳适量输入条件下，小麦的光合作用受到显著促进，而过量输入则会对作物生长造成显著的抑制作用。 这是

由于在秸秆大量添加时，秸秆在分解过程中产生的腐殖酸物质，将尚未分解的有机物质牢牢束缚在了更大粒

级的大颗粒团聚体中，土壤水分与养分向下流失严重，作物受干旱胁迫的风险加大，生长受到抑制。 王法宏等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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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表明，过量的秸秆输入，会加剧土壤中养分的消耗，降低养分的作物有效性［２７］。 土壤结构指标与小麦

生长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生物质炭输入会促进土壤转化酶活性及＞０．２５ ｍｍ 大颗粒团聚体

的分布，从而改善土壤结构性状与作物的生长。 而秸秆碳输入条件下，则会导致＞２ ｍｍ 粒级的大颗粒团聚体

的形成，土壤结构性状恶化，易造成土壤养分淋失现象，从而抑制作物生长和产量的提高。

４　 结论

（１） 生物质炭对土壤结构的改善效果强于秸秆碳源。 生物质炭输入土壤后通过增加土壤＞０．２５ ｍｍ 粒级

的大颗粒团聚体改善土壤结构，而秸秆碳源的大量输入则易促进土壤＞２ ｍｍ 的更大颗粒团聚体形成，使得土

壤孔隙增大，造成土壤养分和水分的淋失，不利于土壤结构改善。
（２） 生物质炭添加初期对土壤转化酶活性存在激发效应，而输入后期降低了土壤转化酶－酶促反应速

率，有机物质转化循环变缓，碳素在土壤中的存留时间变长；秸秆碳源在输入土壤初期会呈现出自身降解与微

生物活性之间的竞争关系，且不利于土壤中复杂有机物质的产生。
（３） 生物质炭和秸秆碳源的过量添加都会造成对作物生长的抑制作用。 其中生物质炭过量输入是基于

对土壤有机质转化过程的抑制，而秸秆碳源的过量输入则是基于土壤结构的恶化和秸秆自身降解与微生物代

谢之间的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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